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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积累—依赖—涌现—循环”视角的跨界科
创型区域演化研究*：以“深圳—东莞”为例

陈宏胜   向雯涛   王梓豪   邓书涵   张  立    CHEN Hongsheng, XIANG Wentao, WANG Zihao, DENG Shuhan, ZHANG Li

科技创新是超大城市持续提升竞争力的重要保障，系统性的科技创新往往超出单个城市范畴，呈现出跨界演化趋势。

阐述跨界科创型区域的概念和内涵，以经济产业高度一体化的深圳市和东莞市为例，构建“积累—依赖—涌现—循环”

理论分析框架，分析“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的形成过程及其空间模式。研究提出“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

区域的形成起步于单个城市独特的经济产业积累，沿着既定发展路径不断强化科创基础，并在特定的内外部因素刺激

下完成系统突变。在此过程中，跨界科创型区域的形成为科技创新提供了适宜的外部转化条件，使科技创新能够有效

带动城市区域融合发展，并对科创策源城市产生正向反馈，进一步巩固其科创引领优势。科技创新的发展要突破空间

制约，充分发挥空间邻近性的区域整体优势，促使城市创新转向区域创新，实现科技创新产生的最大化空间效应。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 innovation is a crucial guarantee for megacitie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ystematic S&T innovation often transcends the boundaries of a single city, exhibiting an 
evolutionary trend of cross-boundary sci-tech innovation regions.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cross-boundary 
sci-tech innovation regions. Taking the highly integrated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regions of Shenzhen and Dongguan as examples, it 
constructs an "Accumulation-Dependence-Emergence-Circulation"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Shenzhen-Dongguan" cross-boundary innovation region.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the 
"Shenzhen-Dongguan" cross-boundary region started with the unique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accumulation within each individual city,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its S&T foundation along an established development path, and achieved a systemic mutation stimulated by 
specific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his process, the formation of the cross-boundary region provided favorable external condi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T achievements, enabling S&T innovation to effectively driv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ity-region and 
generate positive feedback to the innovation-source city, thereby further consolidating its leading advantages. The development of S&T 
innovation must break through spatial constraints, fully leverage the overall advantages of spatial proximity within the region,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from city-based innovation to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maximize the spatial effects generated by S&T innovation. 

跨界科创型区域；积累—依赖—涌现—循环；区域一体化；深圳—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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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创新是提升产业层级、突破发展瓶

颈的关键，也是支撑城市在全球价值链优势地

位的基础[1-2]。当产业链早已突破城市边界，科

技创新却仍深陷行政桎梏——这是当下区域

协同发展中最具张力的现实悖论之一。在粤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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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等国家战略空间中，

制造协作、物流联动与资本流通正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跨越行政壁垒，构建起区域尺度的产业

共生系统。然而，相较于产业一体化的迅捷推

进，科技创新的空间组织却显得迟滞而分裂，

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跨域协同结构。这一反

差引发反思：当产业协同已然跨界，科技创新

是否也应迈入“区域化”时代？如果是，又该

以怎样的空间概念与理论框架去理解这种新

的创新空间现象？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创新网络[3-4]、演

化经济地理[5-6]与区域关系[7-8]等议题已取得诸

多进展，揭示了知识外溢、路径依赖、制度嵌入

等机制对创新空间的深刻塑造。然而，这些研

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区域层级或单个城市，尚未

充分解释在行政边界交汇处、邻近城市间如何

实现协同演化的问题，特别是在中观空间单元

层面的机制建构仍显薄弱。值得注意的是，近

年来学界与政策实践中已出现了大量面向区

域合作的中微观创新空间形态探索，如“创新

飞地”[9-10]、跨市共建园区[11-12]、跨界科技走廊

等。这些空间实践大多由政府主导、制度牵引

而生，借助功能互补与平台共建实现了初步的

空间耦合，成为创新“区域化”的重要承载形

式，也在国内外文献中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相关研究揭示了“制度拼贴”“节点互联”“政

策飞地化”等新型协同模式，丰富了区域创新

空间的组织谱系。然而，这类空间多以“飞地

逻辑”或“政策驱动”形成，其协同路径往往

依赖行政或项目制操作，缺乏内生演化机制，

亦鲜有理论尝试能系统解释其从节点拼贴走

向系统涌现的过程逻辑。在中国特色情境下，

虽然部分文献已描绘了区域科创分布特征与

政策导向[13-15]，但主要为格局描述，仍需提出

与之匹配的空间概念，以及揭示“科技创新区

域化”的深层机理并进行规划理论总结。

基于此，本文提出“跨界科创型区域”的

概念，旨在揭示创新活动如何在区域一体化进

程中穿越行政边界，在多个城市间形成制度

协同、功能互补与空间联动的中观尺度创新

空间。不同于“单城科创中心”的集聚逻辑，

也区别于“创新区域”的整体化叙述，跨界

科创型区域关注的是城市之间的功能耦合与

链条衔接，强调“点、链、网、区”演化过程中

的制度搭接与空间耦合。进一步地，本文构建

“积累—依赖—涌现—循环”（Accumulation-

Dependence-Emergence-Recirculation，

ADER-C）理论框架，剖析跨界科创型区域的

演化机制。具体而言，所谓“积累”，是指城市

在产业基础、人才资本与局部设施方面的长期

沉淀，这种历史性的沉积不仅决定了单城的比

较优势，也为跨城的互补协同提供了基础。“依

赖”则体现了创新活动对产业需求、技术迭代

和城市平台的嵌入，使创新不再是孤立的科研

行为，而是与生产体系和城市空间的深度绑

定，从而逐渐形成路径锁定。“涌现”意味着当

产业分工深化、策源功能显现、区域设施互联

时，系统将跨越某种“临界点”，在关键政策突

破、基础设施贯通或外部冲击的刺激下，完成

从单城到区域的质变跃迁。“循环”则强调创

新活动不会停留在一次性突破，而需要通过政

策引导、市场需求、制度协同和空间支撑的共

同作用，形成持续的正向反馈，防止“脱实虚

化”，将创新成果反哺至新的积累阶段。该框架

不仅揭示了区域创新如何从单城集聚走向跨

域协同，也为解释跨界科创型区域如何自组织

演化与动态更新提供了分析工具。

“深圳—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研

发与制造”高度关联的典型组合，深圳市擅长

源头创新与科技策源，东莞市则拥有强大的工

程化能力与制造基础，两地在空间邻近与产业

分工中演化出跨界互动的协同机制[16-17]。通过

对该区域科技协同的演变过程、空间特征与治

理机制进行实证剖析，本文旨在揭示跨界科创

型区域的动态生成逻辑，并提炼出可推广的发

展经验。本文围绕以下2个问题展开研究：（1）

在产业高度一体化背景下，科技创新是否同步

发生区域化转向？（2）如何定义与理解跨行

政边界的科技创新空间，其背后的“空间、制

度、组织”协同机制如何？对此，本文首先提

出“跨界科创型区域”作为中观空间分析单

元，其次开展理论建构，提出ADER-C理论框

架，解释科技创新的区域化演化逻辑，最后以

“深圳—东莞”为案例，验证理论适用性，以期

为理解区域协同创新提供一套具有解释力与

推广价值的经验与理论模型。

1 研究综述与理论框架

1.1  �科技创新空间的演化机制与ADER-C

理论框架

科技创新不是脱嵌于空间的抽象活动，

而是深深根植于地理环境、制度安排与社会网

络中的过程性实践[18]。在区域一体化不断推进

的背景下，创新主体的联系网络、政策试验的

空间落点与基础设施的联通格局，共同塑造了

科技创新的空间组织方式。然而，现实中大量

科技政策仍以行政单元为基本边界来设计与

配置资源，导致“创新活动的网络化流动”与

“制度治理的属地化逻辑”之间出现矛盾。这

一矛盾在跨行政边界、邻近城市之间表现得尤

为突出，也正是理解跨界科创型区域形成机制

的关键切入点。

既有理论为构建跨界创新演化框架提供了

重要基础。首先，新经济地理强调创新活动的集

聚性，指出知识外溢依托面对面交流与隐性知

识传递在特定节点集聚[19]。城市在长期发展中

形成特定的产业结构、技术轨道与制度环境，使

得科技创新具有鲜明的空间“锁定”特征，其

生成、扩散与演化过程依赖地理邻近和制度支

撑[20-22]。演化经济地理进一步揭示，跨区域的知

识与要素流动有助于打破单城的路径锁定，通

过外来知识的注入实现新路径依赖[23-24]。这一

特征不仅决定了城市内部的知识生产与资源

配置格局，也构成了创新活动能否从“单核极

化”走向“区域协同”的关键基础。其次，区

域创新系统则从制度与组织视角出发，揭示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在特定区域内通过

制度安排与网络关系形成协同创新环境，并强

调知识在多中心节点之间的流动与组合[25]。此

外，邻近性理论进一步指出，创新协同不仅受

地理邻近影响，还取决于制度、认知、组织与社

会等多维邻近结构[26]，即仅有空间上的“挨得

近”并不足以产生高效协同，若缺乏制度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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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织耦合，知识溢出仍可能受阻。例如，粤港

澳大湾区的发展实践印证了这一逻辑：深圳与

东莞在地理上高度毗邻，但早期由于政策体系

割裂与科研资源分散，协同效率并不理想[27]。这

些理论共同表明，创新空间的演化是在历史积

累、路径依赖、制度嵌入和多元邻近交织作用下

展开的复杂过程。基于上述理论逻辑，表1呈现

了ADER-C与新经济地理、演化经济地理、邻近

性理论与区域创新系统之间的映射关系，展示

其在跨界情境下的延展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交互基础上，本文将跨界科

技创新的演化过程概括为“积累—依赖—涌

现—循环”（ADER-C）4个相互作用的阶段性

机制（见图1），并将其理解为对上述经典理论

在跨行政边界中观空间单元情境下的一种综

合与发展，旨在揭示区域科技创新如何从局部

积累出发，经由路径依赖内嵌于城市系统，再

在跨界协同中涌现新型创新空间，并通过制度

与功能回路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体系。

（1）积累：差异化基础的生成与嵌入

区域科技创新的初始动能来源于城市在

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多维“差异性积累”。这

种积累不仅体现为产业与技术的硬件基础，如

制造能力、研发资源、设施集聚等；也包括知识

体系与人才网络的“软件嵌入”，如高校资源、

科研氛围与创新文化；更关键的是制度与政策

的探索性试验所构成的“制度积累”。不同城

市基于各自历史路径与发展优势，逐步确立了

在创新链条上的特定定位和文化，为后续跨城

协同提供“潜在互补”的空间基础。例如，深

圳在科技策源与高端人才方面具备优势，东莞

则在中试转化与产业落地上形成承载能力，两

者的协同基础正源于积累阶段的结构性差异。

（2）依赖：路径锁定与制度的双重融合

随着创新活动的深化，路径依赖逐步显

现。技术更新、人才配置、产业延伸等机制逐步

围绕既有发展轨迹内嵌于城市运行系统中，形

成所谓的“技术”“产业”“空间”三元耦合锁

定。一方面，这种依赖为区域提供了持续的创

新动力与效率提升的路径；另一方面，可能导

致制度惰性与认知封闭，削弱跨城知识流动与

协同突破的可能性。制度层面，地方政府在财

政分权与绩效导向下，往往倾向于守住本地创

新优势，形成“制度性边界”；组织层面，头部

企业与科研平台在特定城市的深度嵌入，加剧

空间黏性。因此，依赖阶段既是创新深化的保

障，也是跨界协同的阻力之源。

（3）涌现：跨城协同中的临界突变机制

在特定条件下，区域内部多点的积累与依

赖关系经由制度接口重组与要素跨界流动，引

发系统跃迁，形成“超越加总”的协同涌现。该

过程往往伴随以下5类关键机制的驱动：一是跨

域平台共建（如联合实验室、科创走廊）强化

了综合性协同；二是制度接口的打通（如共同

科研资助、政策互认）降低了行政分割壁垒；三

是旗舰企业的跨域布局与引领实现了要素高效

重组；四是人才与知识的高频流动塑造了认知

共同体；五是国家顶层制度创新试验和重大政

策/事件提供系统外部冲击。在这一过程中，科

创活动突破单城边界，重组知识链、产业链与空

间网络，展现出“自组织”至“系统跃迁”的

特征。

（4）循环：制度固化与创新生态的再生产

区域科技创新的涌现并不自动趋向稳定

化，唯有在循环机制的支撑下，才能实现长期

演化与内生更新。具体而言，循环阶段依赖以

下4类机制的互动嵌合：一是制度协同与共治

结构的建立，为创新网络提供规则稳定性与跨

域协调能力；二是知识回流与再生成机制的形

成，使“研发到转化再到研发”形成高效闭环，

避免“虚化”倾向；三是空间结构的动态再组

织，促成多中心耦合、节点更新与网络优化；四

是市场与社会反馈的交融式作用，使创新结果

回流服务于城市发展与民生改善，进而推动新

一轮的资源积累与制度试验。最终，创新系统

在动态反馈中实现“结构稳定性和开放进化”

的双重目标。

ADER-C框架突破了传统创新区域以静

态网络为主的描述性逻辑，转向对跨界科创空

间生成机制的动态刻画，具有如下理论价值：

一是嵌入演化经济地理，重视创新过程的路径

依赖与阶段转化逻辑；二是整合制度地理与治

理维度，强调多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协同与治

理共识；三是提供中观尺度（都市圈内部）空

间分析框架，具有跨区域的可迁移性与政策可

表1  ADER-C与经典理论互动关系图

Tab.1  Diagra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ER-C and classical theories
经典理论基础 ADER-C阶段 扩展与创新

新经济地理 积累 从“路径起点”拓展至“多维度积累”（制度/技术/知识等）

演化经济地理 依赖 从传统“单城发展”中引入“跨行政边界”

邻近性理论 涌现 从“邻近性”提出“跨界临界点跃迁”，解释创新系统从节点到系统化的
跨界跃迁

区域创新系统 循环 从区域“创新网络”提升为“制度共治与持续再生产”的循环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1  区域科技创新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volu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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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在后文对“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

区域的实证分析中，将进一步验证ADER-C框

架在解释区域创新空间演化、协同机制构建

与制度调适路径方面的适用性与解释力。然

而，若要进一步刻画这一机制在现实空间中

的具体表现，还需要确定其承载的空间单元。

本文提出“跨界科创型区域”概念，为揭示

ADER-C所刻画的跨界创新机制提供具体的

空间载体与分析维度。

1.2  “跨界科创型区域”的概念与内涵

在前文所构建的ADER-C理论框架基础

上，可以看到科技创新的区域化演化并非发生

于单一城市内部，而是经由城市间的功能分工

与制度协同在更广阔空间中实现。为准确把

握这一空间形态及其演化机制，本文提出“跨

界科创型区域”（Cross-border Innovation-

oriented Region）的概念，指在区域一体化进

程中，两个或多个邻近城市通过创新链条上的

分工互补、制度安排的协同耦合与空间网络的

组织嵌合，逐步形成的具备整体创新能力的跨

城协同区域。

“跨界科创型区域”概念的核心不在于城

市是否拥有“强核”地位，而在于多个城市如

何通过空间耦合形成超越单点突破的系统性

创新动能。与现有相关概念相比，跨界科创型

区域有以下4点核心突破。一是从“地理毗邻”

转向“功能互构”，不再停留于传统强调空间

接近性的聚集逻辑，而是更注重“研发”“孵

化”“生产”“转化”等创新链条在不同城市之

间实现功能衔接与耦合协同，从而打破“全

链闭环必须在单城内部完成”的路径依赖。二

是从“静态区位”走向“动态机制”，其形成

并非偶然的地理邻接，而是源于长期的产业积

累、结构演化、制度试验及外部扰动共同触发

的多重机制互动，体现出一种内生性与演化性

的空间结构。三是从“制度分割”迈向“协

同治理”，跨界科创型区域的有效运转依赖于

城市之间在政策联动、平台共建、知识产权互

认，以及人才跨域流动等方面实现制度协同。

最后，从“空间点状”拓展为“链—网—区”

的复杂结构，不再是单核集聚或简单的面状扩

散，而是通过交通或通信廊道形成链条串联，

通过多节点合作构建网络，以及功能区的错位

组合呈现板块式拼贴，从而展现出高度复杂、

动态重组的空间组织形态。

基于上述特征，可以将跨界科创型区域

的生成与演化进一步划分为3类典型的机制模

式。一是“廊道驱动型”。其依托轨道交通、光

纤通信或政策走廊等线性要素构建空间联系，

通过基础设施或政策通道形成廊道式科创集

聚，如“深莞走廊”所展现的典型形态。二是

“网络协作型”。该类型以多节点间的高频互动

为核心特征，城市间通过联合实验室、协同创

新平台或区域基金等机制实现非等级化的网

络化协作，从而形成如“深—港科研圈”般的

多中心合作创新网络。三是“拼贴互补型”。其

将科研、孵化、制造、应用等不同环节有机分布

在多个城市之间，并通过制度桥接与市场协作

实现功能互补与资源共享，从而构建起一个高

度异质且紧密协同的跨界科创型区域。“跨界

科创型区域”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再组织，更是

城市之间科技要素重组、制度资源再配置、空

间网络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它兼具结构性、

关系性、过程性和治理性四重属性，是跨界科

创型区域在中观尺度上的具体化与深化。

2  “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发展

演变分析

2.1  �“深圳—东莞”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历

程与空间表征

“深圳—东莞”科创空间的形成源于城市

资源禀赋差异与制度功能所构成的空间异质

性。“深圳—东莞”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并非

短期内由政策驱动或项目联动所形成，而是在

长期路径积累、城市分工演化与产业体系互动

中逐步显现的历史性过程。回溯其演变轨迹，

可以大致梳理为3个阶段：差异化成长基础的

形成、区域分工的深化和协同体系的全面融

合。这一过程反映了两座城市在产业链条、科

技平台和要素流动层面的持续协作，也展示了

跨行政边界创新空间的演进逻辑。

2.1.1    差异化积累阶段：技术策源与制造根基

的双路径生成

深圳与东莞的科技创新起点存在显著差

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两地后来协同创新的历史

基础。深圳依托经济特区制度红利，自1987年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

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实施以来，创新跃升为

城市治理主导逻辑，其政策驱动从“引进消

化”转向“自主策源”。从“三来一补”为起

点，完成资本积累，奠定科技创新的市场化基

础，逐步从应用端走向原创端，以大科学装置、

实验室集群、高能级平台构筑起完整的“基础

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链条。以企业为

核心，以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与鹏

城实验室等平台为支撑，使深圳具备从“原创

策源”到“技术标准输出”的能力，其R&D

经费占GDP比重、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十四五”期间连续居全

国前列。相比之下，东莞更多依托制造业发展

路径成长。凭借毗邻港澳的区位、成熟的产业

配套体系与相对较低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迅

速承接外资制造转移，打造“全产业链”的制

造体系，成为“世界工厂”，展现出全体系的制

造优势。这种制造生态使东莞成为全球价值链

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两种模式本质上构成了

“从0到1”（深圳）与“从1到100”（东莞）的

路径互补：一个以知识生产与技术原生为主

导，另一个则以工程转化与规模扩散见长。前

者聚焦“技术策源地”的原发性积累，后者强

化“制造承载力”的系统性整合。两种路径各

自生长，却又在空间邻近与产业联动中孕育出

未来耦合的可能性。

2.1.2    分工互动阶段：从市场互补走向链条

协同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原本独立运行

的“研发—制造”系统逐步跨越行政边界，实

现结构耦合。一方面，深圳的创新成果在本地

面临中试放大与工程转化的瓶颈。另一方面，

东莞的制造能力需要更高端技术输入以实现

转型升级。在市场力量的牵引下，“深圳研发与

东莞制造”的空间互补逐渐形成。2008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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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提出“广深科技走廊”战略，将这种市场

互补上升为政策导向。随后，深圳持续加码基

础研究平台，东莞则加快中试机构与孵化体系

建设，推动“高端研发+工程制造”在空间上

形成链式嵌合。如华为将终端制造基地设于东

莞松山湖，构建起“总部—研发—制造”跨城

运行的组织模式；vivo与OPPO也采用“东莞总

部与深圳研发”布局，实现从“链上协同”向

“网络化协作”演进。这一阶段不仅是功能耦

合的开始，更是制度演化的转折点。两地在政

策协调、平台互认、人才流动与基础设施建设

等方面启动深度融合：联合实验室、协同平台、

科技金融机制逐步成形，加密的城际网络降低

要素摩擦成本，使创新—制造环节之间实现高

频、低延迟的动态联动。这种链条协同模式有

效消解了“创新孤岛”与“制造孤岛”之间

的断裂带，标志着区域创新网络的初步生成。

2.1.3    跨界融合阶段：从分工配合迈向科创

共同体

“十四五”时期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持

下，深圳与东莞的协作关系进入全面跃迁期，

由“协同分工”走向“共同体构建”。这一阶段

的特征是从政策、平台、制度到要素的多重融

合，最终表现为一种跨越行政区划的“跨界科

创型区域”的系统性涌现。以光明科学城与松

山湖高新区为代表的临界型研发平台，一者承

载深圳的基础研究与前沿实验，一者承担东莞

的中试、制造与产业承载，形成了“地理邻近与

功能错位”的界际合作格局。这类“城市边界

交融带”不仅是空间上的物理接壤带，更是承

载制度融入与要素重组的功能转译平台，形成

了创新要素高频流动的空间中介结构。伴随区

域交通加密与城市边界弱化，深圳与东莞已演

化为日常性、一体化的创新循环单元，其空间

组织从“节点型集聚”向“走廊与网络型融

入”跃迁。空间资源联通与机制反馈平台，标

志着区域空间耦合由“邻接性协作”迈向“系

统性内嵌”。一方面，重大科创平台实现跨域布

局与战略共建，构筑跨市、跨境的创新网络。另

一方面，制度机制快速趋同，深圳提出“设施+

机构”双轮驱动，东莞通过“创新强镇”“七大

科创新政”等手段建立与之配套的转化机制，

两地在科研组织、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与人才

政策上体现竞合关系。另外，跨市域的产业、人

才、资本流动已突破“边界”，企业在两地多点

布局、平台之间资源互通、人才日常跨域流动

已成常态。区域不再是城市叠加的物理拼图，

而是功能互补、制度共生、循环演化的创新共

同体。从“研发—制造”的线性分工，演进为

“策源—中试—生产—市场”的区域循环系统，

推动了区域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见图2）。

2.2  �“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的形

成机制分析

前文从发展历程与空间结构两个维度展

示了“深圳—东莞”科技创新活动在长期互

动中逐步形成跨界创新空间的事实特征。然

而，这一跨城创新共同体的生成并非自然叠加

的结果，而是源于技术、组织、制度与空间协

同在长期演化中的阶段性积累与重组。借助

ADER-C框架，本节从机制维度剖析其空间协

同的具体演化轨迹，进一步揭示该类型区域如

何由局部互动走向系统重构（见图3）。

在区域演化的起点，深圳与东莞分别沿

着“科技策源”与“制造承载”的不同路径

发展，形成了多维度的差异性积累。深圳在国

家创新战略支持下集聚高能级科研平台、头部

企业研发中心与前沿创新资源，构筑深厚的技

术策源能力；东莞则在制造体系、中试能力与

产业配套方面持续强化，为技术验证与量产扩

张提供了系统性承载空间。这种差异化积累不

仅体现在“研发—制造”的功能分工上，也体

现在制度环境、企业组织模式及知识网络等方

面，为后续跨城协同奠定了稳定的互补结构基

础。随着企业、科研机构与生产链条的增长，两

地间人才、设备、技术与资本的跨域流动逐步

增加，形成了支撑后续协同的初步嵌合关系。

图2 “深圳—东莞”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历程
Fig.2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Shenzhen–Dongguan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的形成机制
Fig.3  The mechanism of the Shenzhen-Dongguan sci-tech innovation reg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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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DER-C框架中，这一阶段的核心机制在

于：通过不同路径的长期沉积，形成多方面互

补，从而孕育协同可能性，进而随活动规模扩

大和加强协同基础。

随着创新互动频率提升，两地在产业链

条、供应网络与研发制造分工上的联系更加紧

密，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制度约束、技术路径

与空间组织的“锁定效应”。一方面，两市在财

政分权与绩效考核驱动下，科技资源更倾向于

支持短期见效的中试与转化项目，造成基础研

究与跨城科研合作投入相对不足；另一方面，

企业在成熟技术路径与固有供应网络的牵引

下，强化既有的“深圳研发—东莞制造”布局，

使得技术迭代与组织创新的自主性受到约束。

在这种“制度、技术、空间”三重条件下，两地

协同出现“高效率、弱突破”的矛盾，表现为协

作密度提高，但原始创新能力与制度灵活性未

同步提升，跨城创新链条的延展性受到限制。

在ADER-C框架中，这一阶段体现为：当企业发

展之间的路径深刻地固化下来后，会产生较强

的相互依赖。尽管这种协同模式在短期内能有

效提升效率，但同时也导致其在中长期发展中

面临创新能力枯竭与适应性不足的能力瓶颈。

当区域内部的分工结构、要素流动与平

台布局达到一定强度，跨城创新开始突破既有

制度边界，产生“系统性跃迁”。在政策层面，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联合科技专

项等跨域政策行动，为两地提供了制度接口，

使科研、人才、资金等要素的跨城流动不再依

赖单个项目的“点对点协调”，而是建立在更

高层级的制度共识之上。在平台层面，光明科

学城与松山湖科学城、河套深港合作区与滨海

湾新区等跨域平台通过联合实验室、共同建设

重大科学设施、联合攻关项目，形成了跨越行

政边界的“功能整合区”。另外，以华为、大疆、

比亚迪等为代表的龙头企业通过跨域设置研

发中心、试制工厂与供应链节点，构筑起覆盖

两地的企业区域协同网络，有效推动了跨城协

作从“链条连接”转向“网络整合”。同时，大

量中小企业通过共研合作、知识共享、代工生

产等方式主动嵌入深莞创新网络，构建出“蜂

群式”的隐性协同系统，这种“有中心又去中

心化”的组织模式打破了空间集聚的限制。这

些制度与组织创新共同作用，促成跨城科创体

系从局部合作向整体协同转变，知识、资本与

人才在双城之间形成“高频、低摩擦”的流动

模式，标志着区域创新体系进入“涌现”阶段。

在ADER-C框架中，其表现为通过打通制度接

口、嵌合跨域平台和企业组织，整个创新体系

得以突破原先零散、局部的互动模式，实现了

向全局性、系统化协同的关键跨越。

当协同实践逐步常态化，区域进入“循

环”阶段。如深圳与东莞围绕科技项目、人才

机制、成果转化等环节建立起多个稳定的制度

接口，推动跨区域科技合作从政策试点走向治

理共识，显著降低了创新要素在行政边界间

流动的制度摩擦。2025年两地联合成立“光

明科学城与松山湖科学城片区联盟”，明确将

该区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先行启动区。具体而言，深莞联合推进光

明—松山湖通道建设，实现科技园区与居住社

区之间的高效连接；“联合实验室”“成果转化

中试平台”实现两地科研资源共用与人才互

认，促进知识回流与再生。总体来看，“深圳—

东莞”区域科创空间的演化呈现出空间组织

走廊化、功能体系链条化、组织网络多中心化，

以及制度结构平台化的综合特征。从ADER-C

角度看，区域创新体系获得长期稳定的再生产

能力得益于“空间”与“制度”的向上循环。

3  结论与讨论

“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的兴起

并非简单的产业共建或平台协作现象，而是一

个深层次、跨尺度、跨边界的创新空间重构过

程。本文以深圳—东莞为例，提出并实证验证

了“ADER-C”的演化机制框架，揭示区域协

同如何从结构耦合演化为机制协同，从要素流

动上升为制度重构。在这一过程中，行政边界

不再是划分创新空间的决定性界线，多元行为

体的互动逻辑、组织网络的空间布局以及制度

安排的弹性共同构成了新型的区域创新体系，

且关键转折点在于“从路径锁定到制度突变”

的跃迁，最终形成具有自我组织与再生产能力

的创新生态。此外，该过程源于城市间长期结

构异质性的互补释放，以及制度边界内在弹性

的激活。“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案例

为区域协同创新政策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样本。

未来的城市区域竞争已不再取决于谁拥有更

多资源，而在于谁更善于释放结构互补性、激

活制度可塑性、重构空间适应性。跨界科创型

区域的本质不是物理空间的扩展，而是制度空

间的跃迁；不是技术节点的堆积，而是创新关

系的重组。然而，越是突破行政边界的协同实

践，越需要构建一种新的边界意识：一个能够

容纳差异、承认互补、鼓励合作的制度性共识

网络。当一个区域能够将制度转化为接口，将

异质性激活为协同性，将路径依赖转化为跃迁

动能，它就不仅仅是在发展科技，而是在创造

一种全新的区域形态。

“深圳—东莞”跨界科创型区域的形成不

仅体现了区域创新链条在地理邻近条件下的

自组织整合过程，也深刻揭示了中国区域创新

圈在从行政逻辑走向功能逻辑转型中的新型

空间生成机制。《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曾

提出“一廊十核多节点”结构，试图构建覆盖

策源、转化、产业化与国际合作的全链条创新

空间体系。然而，从实践来看，走廊内部真正形

成高效耦合关系的空间并非均匀分布于每一

个节点，而是集中在具备强互补性、组织可塑

性与制度可对接性的界际空间，如“光明科学

城—松山湖科学城”界面。这意味着，跨界科

创型区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区际合作区”，

而是一类由创新链需求驱动、由多层制度嵌套

支撑、由企业组织行为促成的新型中观创新

空间单元。对于未来创新空间规划而言，必须

认识到，传统上以行政边界为核心的职能分区

模式已无法准确界定和容纳日益流动、开放的

区域创新活动。区域创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关

键节点正越来越多地生成于“城市边界模糊

带”，即那些介于城市之间、要素交汇、体制交

织的互动前沿地区，而非传统的城市中心区，

并要求空间规划范式转向一种强调“链条化、

网络化、界面化”的功能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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